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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考據與晚清「經世」思潮： 

以孫詒讓及其《周禮》研治「經歷」為中心 

徐佳貴 

 以往關於晚清「經世」思想的討論，往往依附於凸顯漢宋、

今古之分的「學派史」書寫範式，或將之等同於具體的變革建議

與「政策」分析。本文以晚清治經家孫詒讓研治《周禮》、著書

立說的經歷為線索，意在強調，「經世」是一個在時政刺激下，

將「學」提升到「政」的層面從而予以合法化的「套語」，本有

超越學術派分的性質；它誘使士人對於王朝興替、政制變遷作出

「學術化」的解釋，而這套由學及政的「思維模式」，也直接影響

到「學」本身的命運。清代經典考據之風相對科舉「正途」，規

模始終有限，而在觀念上，「士」亦始終以「仕」為原則性的目

標，致使「政」「學」難以兩分。但經典考據雖有研求精密之「學」，

以探求精確之「政」的期許，終卻只能以一種去精密化的形式進

入「經世」語境，經典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之下是始終曖昧難明，

又始終難以回避探討的「實用性」。晚清西力東漸，西學西政自

身的源流漸為士人所體認，經典復從正當性之源泉的一面退卻；

治經之士固可基於自身訴求，置身經世浪潮，可經學與對經世之

道的闡發終被視為歧出兩路，「所學」已然無關「所用」。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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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表述與表述的社會形成機制，「經世」一語所指涉的近代觀

念變遷，或可由此得到較前更直觀也更為立體的呈現。 

關鍵詞：經世、經典、考據、孫詒讓、《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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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中國歷代及晚清時期的「經世」思想，學界已有不少探討，其中

較多依託人物個體或群體，進行「就思想論思想」的爬梳分析。1據前人考

證，至明末清初，「經世」一詞似才廣為流行，但其近義詞，如「經濟」、「經

綸」、「經國濟世」之類早已成為常用語，故今人論及歷史上的經世思想，

時段也不總限於明清以後。2但這又帶來一個問題：既然類同概念如此之

泛，相關研究的視野邊界又在哪裡？筆者以為，不應對「經世」的意涵作

非歷史的收束，而可以個案為中心大略劃定一史料邊界。本文選取的案例

是晚清學者、浙江省瑞安縣士人孫詒讓(1848-1908)及其賴以成名的《周禮》

學著述，因孫氏未在京津滬廣等地長期活動，通常不會居於所謂「經世思

想家」之列，故似可用以分析清季經世思潮更顯「常規」的一面。在另一

面，孫氏作為著名「學者」，其人其書在「學術史」脈絡中卻已多有探討，3故

筆者大致僅以孫的相關「經歷」為線索，對晚清「經世」思潮中傳統學術

變遷的某些面相作一補充性的考察。4
 

  本質上講，所謂「經世」雖可稱「思想」，卻並非指一種特定的思想「體

系」。因儘管從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學而優則仕」，可在後世一直存在大

量「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的情形。5《漢書．食貨志》在定義士農工商「四

                                                      
  

1
  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2)；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其他就單個人物論述經世思想的專著論文更是不勝枚舉。 

  
2
  參見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

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88。 

  
3
  參見胡珠生，〈《周禮正義》稿本探略〉，收入《孫詒讓紀念論文集》(溫州師範學

院學報編輯部，1988)；葉純芳，〈孫詒讓《周禮》學研究〉(臺北：臺灣東吳大學

博士論文，2006)；王更生，《籀廎學記—孫詒讓先生之生平及其學術》，第1冊(臺

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孫氏的《周禮》學著述有《周禮正義》、《周禮政要》、

《周禮三家佚注》、《九旗古義述》等數種，限於主題，本文僅涉及《正義》與《政

要》，而以《政要》為主。 

  
4
  曾有研究者探討清末「古文家」，即古文經學派的「經世」學風(只是「古文家」一

詞易引起歧義)，也曾提及孫詒讓，但主要以更晚的章炳麟、劉師培、鄧實等國粹學

派或排滿派人物為主，見羅檢秋，〈清末古文家的經世學風及經世之學〉，《近代

史研究》，第6期(北京，2001)，頁21-54。 

  
5
  如王爾敏先生更是通過考析上古「儒」的本職尋求「經世」思想的淵源，見王爾敏，

〈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收入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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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時即稱「學以居位曰士」，6士為「四民之首」，同時又可為官員，其地

位大約處在「君」與(其他)「民」之間。宋代「士」的概念不復有上古中古

的貴族與門閥氣味，且科舉制臻於完善，官僚隊伍明確以崇文抑武為原則，

以「文」或「學」進身遂成為讀書人一種制度化的人生選擇。因掌握經史

知識獲得參政議政之權，其關涉「經濟」的思路，即是由「學」及「政」，

王朝興亡的原因不僅可以歸結到「政風」，且可進一步歸結到「學風」，最

典型的便是近世以來「宋亡於理學之空談，明亡於王學之空疏」之類的觀

點。這些觀點恰當與否另當別論，但由此可見，參照學理參與政制規劃及

實施，乃是一種基於現實制度安排的職能期許，乃至參與形塑了士人同時

包含「學」「政」兩方面的階層認同。這種超越學術派分的集體認同，也對

晚清士人的思想與經歷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7
 

  進言之，今人談及經世思想，往往專就著書立說，即「立言」一面展

開，而為官施政，或為紳衿入幕及在鄉參與地方管理(即「立功」)的一面則

稍帶論及。然而，對士人事功的考察往往是將所立之言向後延伸，而這裡

則須探察「立言」的種種前提—科舉取士制度以及其他為世公認的成名

與上升途徑。中土傳統經典在其中，亦同時作用於「言」之內容與作為條

件的士人的自我實現之路。總之，圍繞「經世」、「經典」與「士人」的這

番討論，或可藉以抛磚引玉，幫助今人對既有的晚清思想史或學術史範式

                                                                                                                         
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26-43。 

  
6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24，〈食貨志第

四上〉，頁1118。 

  
7
  與「政」、「學」並舉或對舉的尚有「藝」、「教」等詞，這些詞的意義或分離或

重合，在歷史場景中的運用十分複雜。如「學」的概念或高於「藝」(如下文述及的

張之洞《勸學篇》中的用法)，或與「藝」為同義詞；「政」與「教」有時是兩個詞，

但又時常連用，而在「禮制」、「禮教」之類的問題上兩者的區別往往又甚模糊。

限於主題，本文對「藝」、「教」等詞不予專門討論。至於「政」，則主要指典章

制度與行政施政的方法，而傳統上有時「政」「治」連用，似也多指「行政」

(statecraft/administration)，而非今義「政治」(politics)。關於晚清近代意義上的「政

治」與作為學科的「政治學」的形成過程，參見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

土回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該書已指出傳統之「政」較近代「政治」

概念意涵更為寬泛；但二者亦非取代與被取代的關係，statecraft/administration意義

上的「政」晚清亦廣為使用，而本文主要討論的便是這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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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某些更具發散性的反思。8
 

一、 「經世」語境中的父輩學術取向 

  今人論及 19 世紀中國學術史，「今文崛起」與「漢宋調和」是兩塊必

然出現的內容。9對於後者，錢穆先生早先指出：「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

吳、皖，而流衍於全國，而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10然在另一面，曾國

藩等湘人鼓吹宋學的淵源又被上溯至方、劉、姚等皖人開創的桐城派。而

19 世紀中葉倡言宋學者大有人在，與唐鑒、曾國藩等關係較密者，尚有河

南李棠階、倭仁(開封駐防蒙古旗人)、雲南何桂珍、安徽吳廷棟等人，只是

曾氏後來回鄉創建由書生分級統兵的湘軍，令湖湘士人聲名大振，才連帶

突出了「湘人」與「宋學」的關聯。事實上，早先京師才更有資格被視為

一個形成「潮流」的關鍵地域，不同取向的學者在此通過發表言論、發展

士林人脈，實現學界話語權的消長。上述唐、倭、曾等人便是京師士林的

活躍分子，在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他們即已形成一個鼓吹桐城義法、倡

言理學的「圈子」，孫詒讓的父親孫衣言(1815-1894)便一度置身其中。來自

浙江省瑞安縣(隸屬溫州府)的他於 1837 年拔貢，1838 年至京師，以準備下

一步的科舉考試(順天鄉試與會試)。在京期間他結識了邵懿辰、梅曾亮、孫

                                                      
  

8
  為免淆亂，本文中的「經典」僅指「經部原典」，沒有代指其他部類典籍的意涵。 

  
9
  按清時的「漢學」與「宋學」，乃至「考據學」等名稱是否恰當，時人與今人都提

出過不少意見。同樣地，許多人已指出清中前期即有不少漢學家標舉宋學，標舉宋

學者亦采漢學一脈的治學路徑，而在「漢宋之爭」中，部分當事人有很強的門戶之

見，代表性值得商榷。有人專門分析乾嘉時期「爭」與「不爭」並存的狀況，參見

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

中心〉，《清史研究》，第4期(北京，2004)，頁1-18。而孫詒讓雖以漢學路數治經，

卻也說過：「讓年廿四，謁南皮師於京邸，同坐有盛訾宋學者，南皮砭之云：『今

天下大病在於不學，倘其能學，便是佳士，遑問其為漢、宋乎？』竊服膺斯語，以

為通論。」見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頁1470。 

不過，鑒於這些詞確是晚清仍在使用的概念，且據筆者所見，目前還沒有更合適的

新詞取代它們，故在本文中仍將沿用。另外，戴(震)姚(鼐)、江(藩)方(東樹)之爭等

確曾被時人理解為「漢宋之爭」的標誌性事件，之後力主調和的許多人即是依此立

論，故本文仍將其作為「歷史觀點」引用。 

 
1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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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臣等標舉理學的名士，對京城的學術風向有了切身感受。11
1841 年，同

樣在京的衣言二弟孫鏘鳴中進士，1844 年授翰林院編修；1850 年衣言自己

亦中進士、入翰林，曾國藩即為他的讀卷師之一。12之後在京為官，孫與曾

氏多有來往，且與倭仁同在上書房當值二年。受此氛圍薰染，「後世儒者之

學，莫粹於程子、朱子」便成為他論學的一種基本取向。13
 

  有論者指出，晚清京師理學圈子內部也非渾然無別，可分為以倭仁等

為代表的「修身派」與以曾國藩為代表的「經世派」。14只是「修身」與「經

世」、「內聖」與「外王」本有遞進關係，標舉理學者且多強調注重「內修」

方能真正做到「經世」。「經世派」的曾國藩早年記問學於唐鑒事，唐便說

「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15曾氏自己在桐城先驅「義理、考據、辭章」三者

並提後又專門標出「經濟」，對應孔門四科，「經濟」對應「政事」之科，

但又說：「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苟通義

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16後來曾氏組建湘軍對抗太平天國，浙江溫

州雖僅樂清一縣曾為太平軍攻佔，但內部則發生過紅巾軍、金錢會等起義，

衣言弟鏘鳴在鄉，亦聯絡地方士紳會辦團練，參與鎮壓。孫衣言在外，做

到安徽(兼署)、湖北、江寧布政使，隨曾國藩參與各地戰後統治秩序的重建

工作，在此經歷基礎上便也有了某種由內及外、「修己及人」的見解。如他

曾說：「十餘年來，士大夫洊更喪亂憂患之餘，漸見本心，而內外鉅公亦有

以身心義理之說為之倡者。」17而施政地方，亦須強調內(本心)與外(治術)

                                                      
 

11
  孫延釗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上海社科院出

版社，2003)，頁4、5、8。 

 
12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2、15。 

 
13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蘇菊村墓表〉，頁347。 

 
14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頁196-201。 

 
15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7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上，〈問學〉，頁17950。 

 
16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問學〉，頁17963；《曾文正公全集．

雜著》，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6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卷4，〈勸學篇示直隸士子〉，頁17285。 

 
17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4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十家語錄摘要序〉，頁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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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末之別，官吏若單有「才」只會熱衷鑽營，而「不肯用之於百姓」，「故

曰才不可恃，亦恃有其心而已。」18
 

  在另一面，孫衣言雖認同曾國藩等「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的態度，19

卻又依託鄉土資源，意欲增補司空見慣的「宋儒」之系譜。詒讓曾回憶父

親在京，「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為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

者，莫如以永嘉之學。」20宋代永嘉之學大致對應的地域範圍即是溫州，可

它雖屬於廣義上的「宋學」，由於「衰微」已久，納入宋學範圍的情形相當

少見。之後交遊漸廣，外放地方，衣言便與子詒讓、門生黃體芳等全力搜

羅各地鄉賢遺籍，刻成一套《永嘉叢書》四處送人，以期「永嘉」之名在

官場士林廣為流布。21
 

  至於南宋永嘉之學與程朱一脈的差異，孫衣言亦未全然回避，反對此

有所發揮。前人有言，開始「自成一家」的永嘉名儒薛季宣，「其學主禮樂制

度，以求見之事功」；後經陳傅良至葉適，永嘉「功利」之說「始一洗之」，22

然相對朱陸之精於「內聖」之道，永嘉諸儒顯更講求「外王」經世，故其

學也始終有「經制」之名。孫衣言借此進一步強調內修與事功間的「平衡」，

欲令世人如葉適所申說的那樣，明白「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古

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彌綸以通世變」。23總之，在依託程朱、遵循

「由內及外」的思路之餘標舉「永嘉經制之學」，乃是一種在既有的論學環

境中變，傳統學術「派分」自身的靈活性，首先於此可見一斑。 

  「經世」訴求務必有所依傍。孫衣言承認「經」在群籍中的首要地位，

                                                      
 

18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程宰送行序〉，頁503。其弟孫鏘鳴至晚年亦曾說：

「近來重漢學，薄宋學，人心風俗壞矣。」見孫鏘鳴，〈家訓隨筆〉，收入胡珠生編，

《孫鏘鳴集》，上冊(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頁266。 

 
19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5冊(臺北：文

海出版社，1974)，卷20，〈覆潁川府夏教授書〉，頁14831。 

 
20

  孫詒讓，〈艮齋浪語集敘〉，收入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廎述

林》(北京：中華書局，2010)，附錄，頁342。題下注「代家大人作」(頁341)，即代

其父衣言而作。 

 
21

  關於《永嘉叢書》的刊刻流傳，參見吳佩娟，〈孫衣言及其《永嘉叢書》研究〉，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1期(臺北，2008)，頁165-180。 

 
22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690、1738。 

 
23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敬軒先生行狀〉，頁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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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研治之法須以宋儒為宗。如在 1882 年致門人黃體芳的信中稱：「近來

言經學者，專於文字訓詁用心，恐非經之本意，且於立身濟世，皆無致用

之實，……鄙意以謂仍當以胡安定經義、治事為兩大端，而兼治史學時務，

使學者通今知古，了然於得失成敗、邪正賢奸之辨，則人才必當稍異於前

矣。」24又曾說：「漢興，老生宿儒頗復收拾遺經，又名以師授，自立異同，

而皆未能深明聖人之道，以正一時之人心。……戰國之士，意主於畔經，

而謂經之為道不足以治天下；今日之學，名托於尊經，而使經之為用不足

以治一身。其言經不同，要其以經為無用則一也。」25其弟孫鏘鳴亦云：「蓋

聖人之立言垂教，其道莫著於經。」但與其兄不同，他認為「文字訓詁之

未明，曷由進而探性命精微之旨。」26調和漢宋的意味更為明顯。另外，他

還曾對《易》有過依照樸學路數的專門研究，27相比之下，其兄衣言雖稱「經」

可以「有用」，但對於經典本身則似乎甚少著力。 

  實際上，早先如清中葉的章學誠，在標舉「浙東學術」時即凸顯史學：

「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28晚

清溫州平陽人宋恕後論及岳父孫鏘鳴的學行時也標出「浙學」，稱：「浙學

故重史，而永嘉為最。」29南宋永嘉學人如陳傅良、葉適等素喜論史，孫衣

言步武鄉賢，亦喜閱史及永嘉諸儒的史論，作有不少劄記，涉及吏治、財

政、兵事、文教等各方面。30而除卻地域性的建構，廣而言之，如曾國藩一

方面秉承自顧炎武以來至淩廷堪、焦循、阮元等人的看法，將這一訴求歸於

「禮學」，並將清代顧炎武、江永、秦蕙田等治經名家編入此禮學系譜，31還

                                                      
 

24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00。 

 
25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黃岩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頁479。 

 
26

  孫鏘鳴，〈惜陰書院課藝序〉，收入胡珠生編，《孫鏘鳴集》，上冊，頁29。 

 
27

  見孫鏘鳴，《周易釋義》，收入胡珠生編，《孫鏘鳴集》，上冊，頁326-385。 

 
28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523-524。 

 
29

  宋恕，〈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北京：中華

書局，1993)，頁325。 

 
30

  參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47-48、68-69。 

 
31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第4冊(臺北：文

海出版社，1974)，卷3，〈孫芝房侍講芻論序〉，頁12750-1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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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為「三禮」

之首，「自體國經野，以至……各有專官，察及纖悉。」32但具體到如何究

心「經濟之學」，他則明言：「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

世文編》。」33另外他還曾說：「莊生有言：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行

周於魯，猶推舟於陸也；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34同為湖湘士

人的郭嵩燾，亦對《禮記》中的「時為大」一語有所闡發，稱：「時者，一代

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則與時違矣。」35
 

  這種在經史之間的態度，或不應只理解為是一種「學派」特徵。一方

面，晚清各「學派」中人功名與仕官的情況多樣，對現行科舉制的認可度

也不一致，可由於科舉始終以程朱理學為宗，「宋」較之於「漢」一向有更

為廣闊的社會基礎，只是在預設「門檻」的學術史家看來，清代相當一部

分時間裡宋學一面顯得「竭而無餘華」，未可稱「學」(或未可編入學界「名

人譜」)而已。在另一面，後來亦有標舉其他學術旗幟的士人持類似看法，

如標舉今文經學的魏源代擬《清經世文編》序，開篇卻謂「昨日之曆，今

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36而倘若脫出

此類預設門檻的「學派史」的局限，我們或可先從涵蓋更廣的文化養成與

閱讀興趣的意義上理解前引的這些論述。具體來說，仍須簡單梳理傳統經

典在取士制度中的存在狀態—尤其對於那些並未以「治經之士」名世者，

如曾國藩、孫衣言等均在此列。 

  眾所周知，清代科舉大體上是承襲明制，其中科試四書義與經義均用

時文八股。相關應試書籍的流行，使得經典雖名為科考的核心內容，士子

主要的揣摩對象卻是時文選本而非原典。不僅如此，到清乾隆末年，一般

鄉、會試首場僅試四書義三篇及五言八韻詩一篇，「經義」被挪到了第二場。

                                                      
 

32
  《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筆記〉，頁1708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

卷3，〈孫芝房侍講芻論序〉，頁12749-12750。 

 
33

  《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問學〉，頁17964。 

 
34

  《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8，〈覆郭筠仙〉，頁13648。 

 
35

  郭嵩燾，《禮記質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頁354。 

 
36

  魏源(代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敘〉，收入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

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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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以來，鄉、會試三場重首場的風氣一直存在，37至此宋代才開始定型的

「四書」(且其中《大學》《中庸》出自《禮記》一經)，遂得以確立其制度上之

於其他經籍的優先地位(當然在闡發「四書義」時，亦可用到其他經籍的內容)。

而經典在清代育才取才制度中固然居於最醒目的地位，其整體的存在狀

態，卻也流於高度的簡化與程式化。38
 

  具體到本文的例子，傳統典籍經由制度性力量「過濾」，方與士子發生

聯繫的關聯模式亦是顯而易見的。據稱孫衣言、鏘鳴兄弟幼時在鄉「治舉

業」，「師例禁閱子史、諸集及朱(熹)、蔡(沈)等外經說。一日，兄弟從他所

見《易知錄》，大喜。《易知錄》者，史略之尤略者也。則假歸私閱之，師

察見，遽施撲，士皆正師。」39地方科舉教育之恪守程朱一脈經說，可見一

斑。而制度上的「尊經」本身，也僅是促成了經在一般言說中的不證自明

的神聖性，其與「經世」的具體關聯，則未能由此變得清晰。故曾國藩、

孫衣言等雖可泛泛而論經的重要性，倘涉及致用之方，則多從自身的「知

識倉庫」中採擷時段較近的史部資源，以後世政事及本朝典制為憑藉。至

於經典本身關於「因時變通」的記錄，則多僅視為其「向後看」的正當性

之來源。 

  當然，在某些場合，經史之間的界線亦可不甚分明。因「史」本非部

類概念，取其在上古時代「記錄」或「記言記事之官」的意義，則經亦可

以是史；若取一種更徹底的邏輯，將經理解為「先王之政典」，甚而可謂「六

經皆史」。據筆者所見，《尚書》、《周禮》與《春秋》(或《春秋左傳》)即是

常在這片經史間的模糊地帶出現的經典，且相對《儀禮》《禮記》，原稱《周

官》的《周禮》更是提供了一整套繁密的設官治國的方略，以至被推為「三

禮」之首、「政書」之祖。與孫衣言切近的例子，即是南宋永嘉諸儒在重史

                                                      
 

37
  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3、38、40。 

 
38

  此處的「程式化」指取士制度對經的安置，亦依從某種特定的、但簡化了的學術路

徑(即簡化了的程朱理學)。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曾指出清代漢學風潮對科舉的

滲透，但這主要體現在第三場策論上，見艾爾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收

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譯，《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

局，2010)，頁158-181。 

 
39

  宋恕，〈外舅孫止庵師學行略述〉，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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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餘，對《周禮》也頗為關注。就此而論，傳統經典固未成為孫衣言知識倉

庫的醒目部分，可下輩人在經史之間作出不同選擇，他也可以從經典不言自

明的神聖性，以及經與史的某種相通性兩個層面順水推舟，予以認可。40
 

  如章太炎後來在《孫詒讓傳》中稱，孫衣言曾對兒子有這樣一番訓導：

「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群盜為奸劫，則賊善人，甯治史志，

足以經世致遠。」詒讓回答：「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皭然，

經舉之以徒舉一二人僻衺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於是衣

言授以《周官經》，「其後為《正義》，自此始。」41詒讓之子孫延釗的說法

與此有所不同，其所撰《年譜》稱：「(衣言)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經》特為精

詳，大抵闡明制度，窮極治本，不徒以釋名辨物為事，亦非空談經世者可比。

因於四子書外，先授詒讓以此經，藉為研究薛、陳諸家學術之基本。」42二

者可能都是實情，父子不同的閱讀與研習興趣，被孫衣言納入到同一種「經

世致用」的期望之中。43不過，關於學經次序，南宋朱熹曾明確反對自《周

禮》入手：「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

心合做底，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

人身心上事否？」44孫衣言雖大致認同朱熹「內聖」方能「外王」的思路，

在此卻「靈活」地作了調整。當然，他本人的期許，當是治經仍「以宋儒

                                                      
 

40
  據稱孫衣言在詒讓幼時曾作詩相與，稱「他日讀書毋效我，陰何鮑謝總支離」。見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2。詒讓的哥哥孫詒榖1862年在迎擊由處

州入瑞的太平軍時戰死，年25歲，在殯志中孫衣言說：「兒少而戇，寡言笑，與人

常若不歡，及長，纖嗇喜生殖，始為諸生，即棄科舉業而多聚兵書，予頗憾之。」

見孫衣言，《遜學齋文鈔》，〈亡兒貽(詒)榖殯志〉，頁341。這也說明孫衣言對孩

子們的閱讀興趣雖有不滿，卻也未強求他們與己一致。 

 
41

  《章太炎全集》，第4冊，《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孫

詒讓傳〉，頁212。 

 
42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6。引文中的稱呼應為整理者所改，非孫

延釗原文。 

 
43

  另有記錄謂孫詒讓「幼時隨宦」，父親問他：「汝喜讀何書？將來治何書？」詒讓

對曰：「《周禮》。」衣言曰：「《周禮》難讀，漢學家多譏為偽書，汝豈能斷此

公案？」詒讓曰：「因難解難斷，是以專治。」見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北京：

中華書局，1960)，頁125。 

 
44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卷86，頁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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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而詒讓窮廿七年(1872-1899)之力治《周禮》作《正義》，其中卻無多

少義理或致用之道的發揮。孫衣言於 1894 年去世，他對兒子的這一治經成

果終將如何置評，而今似也無從推斷了。 

二、 經典考據與「經世」 

  如前所述，從孫衣言到孫詒讓，表面看去似是由「宋」返「漢」。在以

往的學術史表述中，與「經世」掛鉤的「漢學」通常是指「今文經學派」，

而孫詒讓所治之《周禮》無疑屬於古文經。倘施以嚴格的「學派史」視野，

孫氏此舉只能算「逆流而動」。然而，查究晚清今文經學的興起與播遷，與

其說這確是「漢學」內部的一種新「派別」，不如說是一批相對為人忽視的

典籍資源開始重獲重視。45而據筆者所見，這批資源對於孫衣言孫詒讓父子

則無多少影響—儘管其中浙籍學者戴望、俞樾等與孫衣言同在官場士

林，交誼甚深。 

  實際上，晚清乃至晚清之前某些「學派」的所謂「升降盛衰」，即是在

聯結「政」與「學」的時人或後人「表述」中方才得以顯現。而某些被認

為是援經改制的事例，也會沉澱為一種士人的集體記憶，對關乎經典的價

值評判產生直接影響。依託《周禮》改制，常為人提及的即有漢末王莽、

西魏蘇綽、北宋王安石等人。劉歆設法將《周禮》升格為經，被許多後人

與王莽改制造成嚴重社會動亂、以致國破身死的事實聯繫在一起，其中《周

禮》或由此被目為「偽經」，或被認為雖屬真經，卻與新莽所施之政本不相

關。北宋王安石標舉《周官》之「新義」，在當時及後來亦常被視作援經改

制，反致禍亂。46總之與今人不同，在具體案例中經學與政事是否有關、有

何關聯，在士人的歷史記憶中往往不僅是事實判斷，且涉及對於經典古學

                                                      
 

45
  如最初莊存與、劉逢祿以至龔自珍、魏源，尚有連貫的家學或師承關係；可之後的

戴望、廖平及康有為諸人之間，卻已難建立明確的傳承關係。另如杭州詁經精舍，

今古文經均是研習對象，俞樾兼治《公羊》，譚獻標舉今文經學，而其學生章太炎

明尊古文經學，崔適則主治《公羊》，一方面受其師俞樾影響，一方面似是後來受

康有為影響。 

 
46

  關於晚清之前歷代《周禮》學的綜述，參見葉純芳，〈孫詒讓《周禮》學研究〉，

頁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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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判斷。而那些明指《周禮》為偽者，也多不否認周公制禮作樂，只

是聲稱由於秦火燔燒等因，由其制定的真正美備的「周禮」業已「失傳」。

也即「疑經」與「信經」出於近似的思路—同樣基於對真經的尊奉乃至

「信仰」。對於那些信經者而言，援經改制何以出現如此嚴重的問題，又是

下一步務必考慮的。由「政」再返於「學」，對治經「方法」便當有所檢討。 

  如南宋永嘉學者陳傅良便曾說，王安石等改革者「以《周禮》一書理

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斫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

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

禍，抵排不遺力。……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

他在這段話之前提示矯正之方：「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

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

下，號為興王，頗釆《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

廢。」47也即對經不可拘於「薄物細故」的考證，應以闡發個中「大指」為

主。其同鄉葉適亦云：「(《周禮》)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

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48朱熹亦以為《周禮》雖可「全信」，卻未必是周

公「自作」，大綱「是周公意思」，小處有謬，周公可能「未及改」。《周禮》

在周時便「未盡行」，那麼對於細處本就不必拘執。49然而，就是被這些人

視為反面教材的王安石，其實也說過古聖王「施設之方亦皆殊」，對「先王

之政」應僅是「法其意而已」之類的話。50只是其主抓的「意」，難為時人

後儒認可，而後儒闡發的主旨又言人人殊(如陳傅良的《周禮說》即為朱熹多

所指摘)，51對於先王「遺意」所依憑的施設之方，後儒仍難免各憑己意採擇

發揮。 

  宋代以後，這種「學」「政」雙重意義上舉世詬詈的「反面典型」似乎

                                                      
 

47
  陳傅良，〈進周禮說序〉，收入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

社，1999)，頁505。 

 
48

  葉適，〈黃文叔周禮序〉，收入劉公純等點校，《葉適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1)，頁220。 

 
49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卷86，頁2911-2912。 

 
50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9，頁410。 

 
51

  《朱子全書》，第17冊，《朱子語類》，卷86，頁2915-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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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再出現了。但明清嬗代之際，如顧炎武所謂「撥亂滌汙，法古用夏，

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52即提示了另一種倡言經世的思路，強調

對於典籍本身的精密研究。具體到上古典制的延續問題，他言及：「先王治

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

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

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

不論。……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53所攻訐者又恰是那些「法其

意」的前人，而「撥亂滌汙」的途轍，即是使經典展現的三代政法盡可能

地恢復「精確」。當然，「經世」仍應為「通經」之旨歸，後來對「夷夏之

辨」的強調轉向與現政權合作，有治經家乃至循此思路稱道漢代「以經術

緣飾吏治」的傳統：「夫儒林不通達國體，經術不潤飾吏事，匪特學不足以

經世，而其治之及於民者亦不能服教畏神而至於久遠。」54在清代治經成就

中，「禮學」正是重要一脈，由此，以空前精密的手段研治經典，便漸成一

股「風氣」，至乾嘉年間，彌漫於京師及若干江南城市。 

  問題在於，這種治經「方法」已更趨精密，因而尚需環境的支持。相

對科舉制本身對經典的程式化處理，從事考據是士人與「四部群籍之首」

建立更具能動性的聯繫的一種方式。而也正因為此，以科舉為鵠的的常規

育才體制及其相應的書籍類型與流通規模，已難應對這一空前精密化的學

術需求。於是，包括《四庫全書》等國家學術工程、較穩定的官方與半官

方的贊助、部分書院兼具漢學研究功能，以及私人藏書樓的有限開放與使

用，一系列配套建制相應而起，乃至有人把這一學術取向及相關治學環境

的形成，稱為一種清代學者的「職業化」傾向。55但反過來說，正由於其相

                                                      
 

52
  顧炎武，《亭林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卷6，〈與楊雪臣〉，頁135。 

 
53

  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卷7，「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頁419-420。 

 
54

  惠棟，《松崖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三賢祠記〉，頁285。 

 
55

  參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60-119。其中關於藏書利用問題，可參見周紹明

(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



經典考據與晚清「經世」思潮 ．119． 

對科舉的非常規性，從事考據者與參加科舉者仍不在一個數量級，而以考

據成名者，較之科考中進士者亦顯然為少。56且考據之風對清代取士制度的

滲透，亦未達到宋代「荊公新學」及之後程朱理學的水準，故以治經為主

的「漢學」雖在當時亦可被視為某種「潮流」，其流風所被，實屬有限。57
 

  至 19 世紀上半葉，此一「學術潮流」又越發受到來自「今文經學」與

「宋學」的攻訐與挑戰。但查究具體情形，乾嘉時期戴震即強調闡揚義理，

汪中乃至明言經世，焦循標舉「經學」之名而以「考據之目」為狹隘，段

玉裁、淩廷堪等亦聲言學當以經世，卻往往是出於自身對「世道人心」的

不滿，與其他「學派」的批評刺激似無多少關聯。58而倘若剔除這些系譜中

的「要角」，受指摘的不求經世的漢學「潮流」該是指哪些人、規模如何、

表現是否一如那些批評者所形容，在以往的學術史書寫中卻又往往語焉不

詳。鑒於考據之風實際規模有限，更合理的情形當是，「要角」已構成了「潮

流」的主體，而此類指責首先也只是一種「表述」，用以標示自身異於某類

往往帶有虛懸意味的「他者」的立場。如方東樹曾徑依荀子「法後王」說

立論，稱：「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竊以此等明之固

佳，即未能明，亦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物有本末，是何足

以臧也？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聖之

                                                                                                                         
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但此書關涉時段較長，且重點似亦在明

末清初。 

 
56

  某些漢學中人固是科場乃至官場中的成功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及畢沅、阮

元等人；也有一些科試並不順利，乃是經由種種官私援助推薦方得出人頭地、享譽

海內，最著名者即江永、戴震、汪中等輩。後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承便是「以

備國史之採擇」，因「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

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

邱園者也。」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頁4。具體到該書內容，對於漢學家如何受官方肯定、受時人稱許亦多所著墨。通過

編訂學人「系譜」的方式予以弘揚，正可表明士人借此自我實現的難度。 

 
57

  今如艾爾曼、葛兆光等學者已指出，所謂「漢學」在其最盛的乾嘉年間，也有顯著

的地域性，所謂「漢學專制」之局嚴格意義上講從未形成，只是部分江南漢學家及

漢學的「提攜」者在京師、省城等帝國核心地域甚為活躍，才使之具有了某種「主

流」的意味。參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

會變化面面觀》；葛兆光，〈十八世紀的學術與思想—評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

收入葛兆光，《域外中國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2-4。 

 
58

  這些乾嘉學者的「經世」言行，參見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頁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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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亦塵飯木胔耳。……三統之建，忠質之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

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欲追古制乎？」59值得注意，此處的「堅稱」

亦可提示從事經典考據者自身亦強調考據之對象的現實性，只是方氏標舉

「古不可復」論，從而不免以這一同在「政制」與「治術」層面的預判否定

他人的治學實踐。 

  另如龔自珍以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

皆一代王者開之也」，前朝之「治」及「學」與本朝本不相關，而「後世之

師儒」「生不荷耰鋤，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

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

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

有聲氣矣。」60即「古法不可用」本是他的預判，故在他看來，正是某些學

人「學以經世」的表現—「援古刺今」，反有礙於其在本朝的「君」「民」

之間履行「本職」。 

  至 19 世紀中葉，則有孫鼎臣等逕視漢學為釀成太平天國起義的「罪

魁」，他說：「天下之禍，始於士大夫學術之變。楊墨熾而諸侯橫，老莊興

而氐戎入。今之言漢學者，戰國之楊墨也，晉宋之老莊也。」61查究始末，

這些意見與其說是基於學術史「內在理路」的「物極必反」，不如說是王朝

漸呈亂象時，「經世」作為一個將「學」上升到「治國」層面、從而使之合

法化的「套語」越發受到重視，乃至反過來誘使時人對於王朝亂象作出某

種「學術化」的解釋。相應地，至於此後經典考據是否便走向「衰微」，今

已有人指出，太平天國戰爭使得江淮一帶「書籍文物蕩然無存」，可江淮當

地還有吳大澂、儀征劉氏祖孫等繼續以此路數治學，浙、粵、湘等省亦有

一批「同道」(如俞樾、黃式三、黃以周、陳澧、王先謙等)。只是標舉其他學

術旗幟者已參與話語權的分享與爭奪，從事考據的物質基礎也確有進一步

削弱，在國勢日蹙、且眾聲雜遝的氛圍中，便易產生此種過於脈絡化的某

                                                      
 

59
  方東樹，《漢學商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165-166。 

 
60

  《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乙丙之際箸議第六」，頁4-5。 

 
61

  孫鼎臣，《畚塘芻論》(咸豐九年(1859)刻本)，卷1，〈論治一〉；徐珂，《清稗類

鈔》，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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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衰微」的表述。62
 

  與當時其他標舉宋學者類似，孫詒讓之父孫衣言指責清代治經家從事

考據，反形成以「經」為無用的「風氣」。但衣言在官場士林的友朋中，亦

有劉壽曾、劉恭冕、俞樾等考據名家，這些交誼也多為孫詒讓所承續。63同

時，乾隆年間得中探花的瑞安人孫希旦曾作《禮記集解》，衣言一面稱「其

於程朱之說，尤篤信之。」一面又稱「其於諸經，尤精於三禮」，64以其位

處漢宋之間，故也是一則可藉以認可詒讓治學取向的成例。而進一步講，

孫詒讓以「考據」之法治經，一面基於自身興趣，一面有外部環境的作用，

只是需要指出，這一「外部作用」亦非指向學術「派別」的升降，而當從

社會制度層面予以全面的考察。 

  首先是反面的考察。詒讓之父衣言雖認可兒子從事考據，但對其科舉

仕進之路同樣充滿期待。如他曾在自家族譜的賢秀表序中說：「科第仕進之

說雖出於流俗，而光耀門戶實必賴之。……我孫氏自沅州府君以進士起家，

吾兄弟又皆以甲科策名盛時，諸父兄子姓輩又累累遊黌序、舉鄉闈矣，詩

書之澤雖遠而復興，後之人當思所以光而大之。」賢秀表之作，「使我子孫

知科名仕宦未足為賢，而欲有所建立以光前人之業、樹後人之望，又未嘗

不出於仕宦科名，要之，以學行為本。」65且「士」理應謀求「用世」，不

然不免於終生抱憾：「若夫有用之才，具用世之志，又當用才之時，而不能

少假以柄，展其蘊抱，……徒令其跧伏於大山窮谷，深矉熟視，諮嗟太息，

以自寫其幽憂之思、不平之論，至其饑寒困迫，忍垢蒙辱，蓋無異於里巷

之鄙夫也。」66總之，士人做到「達」方可「兼濟天下」，而科舉仕進即是

士子求「達」的不二正途。 

  只是，詒讓在科場中的表現未能如父所願。1867 年中舉後，自 1868

                                                      
 

62
  參見王惠榮，〈從晚清漢學區域之發展看漢宋調和〉，《安徽史學》，第2期(合肥，

2009)，頁26。 

 
63

  關於孫氏父子學林人脈的集中論述，參見李海英，《樸學大師—孫詒讓傳》(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頁28-56。 

 
64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敬軒先生行狀〉，頁356。 

 
65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34-135。亦見陳偉玲整理，〈盤谷孫氏族

譜〉，《溫州歷史文獻集刊》，第1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284。 

 
66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書林亨甫望山詩續後〉，頁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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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94 年，他八次進京會試均告失利，僅是乙亥年(1875)六月通過山西賑

捐得了個「刑部主事，充福建清吏司行走」的職銜。這次賑捐可能出自父親

的一手安排，因四個月後詒讓即「乞假出都」，做官的事也便沒有了下文。67
1887

年他還在某時文刻本上題詩二首，中謂：「兔園秘冊枕中儲，翔步公卿百不

如，一代右文珍腐臭，廿年稽古任軒渠；」「探囊簡練得陰符，巧說袤詞利

祿途，樸學寧辭嘲狗曲，小言強效賦蠅鬚。」
68
對孜孜以求科名仕進的譏

諷可謂不遺餘力。這種科場失利與不滿科舉二者間的「惡性循環」，使得詒

讓最終放棄了考試，1894 年會試報罷，他便不復入都，而這似也與當年父

親去世、再無人「催迫」直接有關。 

  然而換個角度觀察，也正是父親衣言中進士、入翰林、之後布政地方

的經歷，使得孫詒讓擁有寬裕的經濟能力、較廣的官場士林人脈，從而為

其治學貢獻了「正面」力量。不單如是，1850-1860 年代的太平天國戰爭雖

使江南及其周邊地區一度「斯文掃地」，可之後文教秩序的恢復尚較迅速。

當時的金陵官書局學者雲集，孫衣言亦在其中。同時由於戰亂，「故家遺書

往往散出。」加上「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69孫詒讓隨父游走江

淮，搜求古籍秘笈，並曾到上海等地採購日本所刊中國已佚舊籍，這一切

便構成了之後在鄉興建孫氏藏書樓—瑞安玉海樓的基礎。詒讓後來自

稱：「某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俞曲園(樾)「於舊學界負重望」，又與父

親衣言交好，「然亦未嘗奉手請業。」個中原因，「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

學者能自得師，固不藉標揭師承，以相誇炫也。」70說到底，其父衣言正是

詒讓的頭號「學術贊助人」，他做官期間攢下的財力與創造的社會條件使詒

讓擁有了「四部古籍具在」的良好環境。71後來顧頡剛曾從《世載堂雜憶》

                                                      
 

67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125、128。 

 
68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32。 

 
69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85；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玉

海樓藏書記〉，頁487。 

 
70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50。 

 
71

  另如清前期的江蘇元和惠氏，祖惠周惕初舉博學鴻儒科，後中進士、入翰林，父惠

士奇亦中進士入翰林，而惠棟科考不順，僅是生員，但父祖兩代已為他的漢學研究

營造了必要的客觀環境。當然，惠家素重古文經學，兼崇程朱，這一點與孫氏父子

的宋漢之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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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到一則某「孫氏姻戚居鄂者」論詒讓著書的經過，稱： 

仲容得美婦，能文，善治事，侍仲容居樓上，七年未出門。樓惟夫

婦能登，外無一人敢闌入。樓上置長桌十餘，每桌面書卷縱橫，稿

書錯雜，丹黃墨漬，袍袖卷帙皆滿。寫何條注，翻何書籍，即移坐

某桌。日移坐位，十餘桌殆遍。篝燈入睡前，桌上書稿，夫人為清

理之。外人只知仲容閉戶著書，但不知所著何書。七年後，始知與

夫人孜孜不倦者即今日鄂刻之《周禮正義》也。 

  對此顧氏評論道： 

孫衣言兩任藩司，一江寧，一湖北，腰纏累累，詒讓在其蔭育之下，

讀書、生活均無問題，性本聰敏好學，得斯無憂無慮之環境，而又

配以佳婦，代為安排著作生涯，故能有此偉大成就，為近百年稀有

人物。72
 

  此一傳聞確否姑且不論，可顧氏作為標舉「為學術而學術」觀念的近

當代學人，對於「無憂無慮之環境」的「有益於學」，應當深有感觸。73
 

  問題在於，顧氏下文提及王念孫、段玉裁的為官經歷對治學的「幫助」，

可知「封建時代成學之難」；廣而言之，至 19 世紀中後期，學人的治經成

果亦須在官場士林，而非已然獨立的「學術界」中接受檢驗。故此時治經

之士面對「政」「學」關係問題，仍無「為學術而學術」之類的觀念可為解

脫。如以治經與諸子稱名當世的俞樾，即在多種場合在「政」的層面論及

古學何以致用的問題。他稱荀子所法之「後王」本是「先王」中的「後王」，

而之後的「後王」已不在此「先王」之列，故曰「古不可復」；74在其他場

合卻又曾說：「《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法後王，二者不可偏

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人之跡，則以其燦然者矣，

                                                      
 

72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頁125；《顧頡剛全集》，第2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

卷10，〈讀書筆記〉，「辛丑夏日雜鈔」，頁72。 

 
73

  顧頡剛鼓吹「為學術而學術」最著名的文本，似即〈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大

國學門週刊》，第2卷第13期(北京，1926)。 

 
74

  見王先謙，《荀子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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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王是也。此法其法也。」75以為上古政法與「因時變通」尚可調和。另如

黃以周，僅於 1870 年中舉，但曾受寧波知府宗源瀚及江蘇學政黃體芳之

邀，課經學於寧波辨志精舍及江陰南菁書院，亦就《周禮》的致用問題有

所論述。他說：「欲行《周官》之法，必盡放(仿)其制而後可，……然古法

之難行也，為古制不能盡復也；古制既不能盡復，其法固有難恃。而有合

於時宜可以放(仿)古通行者，亦必就此一法慎審其終始利弊，宜合本經各職

前後參之。」總之，「既得其意，乃可用其法；既用其法，又宜體其意而彼

此維持，果能如此，則參用其法乃不失《周官》立法之意。不然，舉一廢百，

未有不賊道者矣。泥古而敗，豈獨《周官》，而《周官》不以此受誣也。」76
 

  後來孫詒讓在《周禮正義》自序中，也談及同類問題。與多數人一樣，

他認《周禮》為真經，且以為此「非徒周一代之典」，自黃帝以來的「經世

大法，咸稡於是」。他覺得疑經者「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

而「其抵巇索痏，至今未已者」，則是王莽、蘇綽、李林甫、王安石等輩「以

巧辭衺說附托者為經累也」。他稱「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鍥舟

之見也」，而古今之別則在「其治之跡與禮俗之習已耳」。封建井田等等都

是「跡」與「習」，今之勢必不能行，情必不能安，一些大禮大節則古今相

通，「然則古人之跡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

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閎意眇恉，固將貫百王而不敝，

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日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使人知「為治

之跡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顯而易見，這些從事經典考據的士人科舉仕進的情形、參預時政的程

度不一，但均未否認「經世」意識與自身的天然關聯，且均認為經學理應

關乎政事。只是在表態「通經致用」之餘，他們均回到了「法其意」的思

路，而若仍只有「政教之閎意眇恉」「貫百王而不敝」，對上古典制作空前

精密的考訂，以求「致治之跡」的詳確則又是何必？對此，孫詒讓轉而強

                                                      
 

75
  俞樾，〈皇朝經世文續編敘〉，收入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近代中國

史料叢刊》，第7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1。 

 
76

  黃以周，《儆季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文四，〈答周官問〉，頁503。黃在此文中稱「吾友孫仲容書未得見」，應即指《周

禮正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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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想中的「考據」與「發揮」的遞進關係，另冀「世之君子」「別為專書，

發揮旁通，以俟後聖」。77即他已認為治學方法的精密化本身，不足以鞏固

經學與「經世」的關係；78而其時西力東漸，由「學」及「政」的思路固然

依舊普遍，倡言經世者的視野卻已不能局限在中土既有的知識資源範圍之

內了。 

三、 西力東漸下的經典與「經世」 

  至孫詒讓這一輩人步入中年時，「經世」所指涉的政情世務較之前已有

了顯著變化。乾隆末年的吏治敗壞，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咸、同年間

規模更大、歷時更久的太平天國戰爭，以及差不多同時的捻軍、回民起義

等父祖輩的時局主題，已均成為過去時。所謂「同治中興」亦已結束，西

力東漸成為士人危機感的主要來源。當然，當初太平天國起義已被許多人

視為以「洋教」為幟，可除卻少數在上海、廣州等地長期活動的官紳外，

這一點也只是反過來加深了親歷者對於西方及西風東漸的惡感。孫衣言便

曾說：「咸豐、同治以來，削平大盜，撫納遠人，一時材能之士因事會以就

功名，遽欲任其私智以治天下，其意以為古人之法不可復施於今，顧反訹

於奇邪怪誕之術，趨和風靡，舉世騷然，未知所屆。」79又曾結合從「人心」

出發、「內聖」方能「外王」的觀點，稱：「以文辭治經，固失其所以為經；

以智術治事，則且以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法為不足以治天下，而功利浮淺

之說中於人心，至其橫溢，則雖海外萬里荒誕之人皆能鼓起不經之邪說以

                                                      
 

77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自序〉，頁1-5。 

 
78

  另如陳澧認為《周禮》中必有「末世增入」，但確屬「周公致太平之跡」，士人讀

《周禮》後當讀《大清會典》，以通貫古今。至於「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

石之故耳」，而其舉出的正面例子，僅是宇文氏用《周禮》，(北周)國亡不「失節」，

及明代夏原吉在蘇州以古法除「水怪」(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中亦借此證明「聖經

之有用」)兩事。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外一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23-126、

135-136。 

 
79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甌海軼聞甲集序〉，頁460。又見孫衣言撰，張如

元校箋，《甌海軼聞》，上冊(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甲集自序〉，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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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亂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言。」80
1879 年孫衣言退職還鄉，至 1880

年代中期，孫詒讓已繼承了父輩在鄉的影響力，成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

他大多時候隨父在瑞安縣或溫州，有時還會依照長期侍父在外養成的習

慣，至上海採買舊籍新書，其間亦會涉及「經世」書籍與中譯西籍的搜羅。

1884 年中法宣戰，沿海戒嚴，作為地方望族子弟的詒讓籌辦團防，這份經

歷也終於成為一個契機，使他的精神世界被注入了父輩所未重視的新內容。 

  這期間，他開始閱讀徐繼畬《瀛寰志略》、魏源《海國圖志》，以及外

人新譯的《地理備考》、江南製造局刊本《海道圖說》、《長江圖說》等書，

大體上都是一些可為籌防之參考的著作。81這一帶有一定功利性的閱讀，後

遂波及與之相類的書籍，如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孫氏稱其「所論與余同

者大致十得七八」，後又「續購新印本讀之，再就最近時事見聞所及，加綴

案語數條」，以申前說。82他還曾集中交待自己「嘗覽涉者，如安吳包氏(世

臣)、邵陽魏氏(源)、善化孫氏(鼎臣)、吳縣馮氏(桂芬)諸家之書，其尤著者也。

魏、馮之書，恢奇閎深，善言外交，多采摭西政之善，欲以更張今法。」83

相應地，他也開始閱讀主要在上海出版的各大報刊，包括《格致彙編》、《申

報》、《萬國公報》、《新聞報》等，每有朱墨筆圈點、箋記。84而孫詒讓中舉

時出張之洞門下，張後來在廣東、湖北等地興辦洋務，對孫似也有一定影

響。1887 年張的侄女婿、孫衣言門生黃體芳之子黃紹箕抄錄薛福成倡言鐵

路建設的一篇奏疏寄示詒讓，據稱數年後(1890)孫氏赴鄂與張之洞商榷《周

                                                      
 

80
  孫衣言，《遜學齋文鈔續鈔》，〈黃岩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頁478。另孫衣言對

洋務派以西人「船堅炮利」，欲「師夷長技」一節亦有不滿，認為應以中土固有之

「長」攻夷之「短」，「功利浮淺之徒又欲效為輪船火器，循所短攻所長，非所謂天

下之至愚者耶？」其具體論述，見孫衣言，《遜學齋文鈔》，〈張先生墓誌銘〉、

〈書泉州志裴震忠傳後〉、〈書葉文定公薛德老墓銘後〉，頁328、445。 

 
81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10、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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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21、252。 

 
83

  孫詒讓，〈沈儷崑富強芻議敘〉，收入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

廎述林》，頁351。 

 
84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28、233、262。按《格致彙編》與《萬國

公報》在1880年代中期均處於停刊狀態，若《年譜》所云肇始時間不誤，則詒讓應

是閱讀之前的「過刊」。 



經典考據與晚清「經世」思潮 ．127． 

禮》疏長編稿的刊刻事宜，即趁機「力言築路為救國急務」。85
 

  此期對於時務的關注即成一種鋪墊，1895 年中國敗於日本，《馬關條約》

的簽訂造成全國士氣高漲，有識者無論在朝在野，競相上書著文，倡言變

法維新。孫氏友人(似即黃紹箕)告以強學會之倡議，以〈強學書局章程〉見

示，孫詒讓便擬《興儒會略例》廿一條回寄，敘中言及：「竊謂今日事勢之

危，世變之酷，為數千年所未有，中國神明之胄，幾不得齒於人類，似非

甄微廣學搜書購器所能稽撐。鄙人秉資暗弱，於經世之學，夙未究心。然

念家承詩禮，忝列士林，睹此危局，靦然人面，不願坐視夷滅。」86之後維

新運動漸次鋪開，而士人自辦報刊亦開始風行。最著名者即梁啟超、汪康

年等主持的《時務報》，另如《知新報》、《國聞報》、《湘報》、《湘學新報》

等屬於聲勢較大的「呼應」者，而如杭州《經世報》、上海《實學報》雖明

標「經世實學」，卻「有與《時務報》為敵之意」。87在這種眾聲雜遝的氛圍

中，孫詒讓大致堅持「讀者」身份，在鄉依託主授天算之學的地方教育機

構—瑞安學計館(1896 年初開辦)，批量訂購《時務報》、《知新報》、《農學

報》等時新報刊。只是在閱讀之餘，他還適度地推廣地方經驗，如瑞安學

計館的章程學規及孫氏撰作的敘便曾統一以〈溫州瑞安學計館程規〉之名，

登載在《知新報》上；88鄉里士紳組織「務農支會」，推孫為首，其會敘、

會友名單、請官立案稟(黃紹箕撰)均在《農學報》發表。89當時各報多有士

人捐助，報中則登載「助資諸君名氏」作為表彰，孫詒讓亦曾因「助銀一

百元」，在《時務報》上列名。90總之，借助時新書報的閱讀與流通作出回

                                                      
 

85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30、241。 

 
86

  孫詒讓，〈興儒會略例並敘〉，收入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1990)，頁8。 

 
87

  張元濟致汪康年書，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713。 

 
88

  見《知新報》，第26冊(光緒丁酉七月初一日，1897年7月29日)。另孫延釗〈孫籀公

與清季溫處地方教育〉一文稱孫詒讓所撰〈瑞安新開學計館敘〉曾發表於《時務報》

與黃慶澄所辦之《算學報》上，見徐和雍、周立人編，《孫延釗集》(上海：上海社

科院出版社，2006)，頁360。但筆者遍檢《時務報》與現今存世的《算學報》(1897，

共12冊)，未發現孫氏此文。 

 
89

  見《農學報》，第29冊(光緒戊戌閏三月中，1898年5月)、第30冊(光緒戊戌閏三月下，

1898年5月)、第33冊(光緒戊戌四月下，1898年6月)。 

 
90

  《時務報》(光緒丙申八月初一，1896年9月7日)，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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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是維新時期這些並未真正進入官場的士人與官場中人一同置身「經

世」浪潮的一種常見的方式。 

  反過來講，「甄微廣學」雖不足以應對「世變之酷」，卻也正是孫氏認

知西學西潮的一個始發點。因考據需要廣博的知識面，這種對於「博」的

追求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可能(不是必然)產生包羅異域之學的訴求。如孫氏

研治《墨子》，即曾與梁啟超通書，將〈經說〉上下篇的某些內容與歐氏幾

何、奈端(牛頓)力學及熱學等大作比附。91進言之，晚清時所謂「西學中源」

說，以及未曾明言源流關係的中西比附臻於極盛，所據者自然還有經部典

籍。如《周禮·地官司徒》中稱「草人掌土化之法」，即常被時人拿來比附西

方農學、植物學乃至化學。92〈地官司徒〉列「保氏」為教國子之官，所授

「六藝」中即有算數，此被孫詒讓等引作在地方開設學計館的典籍依據。93後

補入《周禮》作為「冬官」的〈考工記〉，也常被用於比附西方格致算學；

而即便認〈考工記〉非《周禮》原書者，亦曾據此分辯接引西學乃是「禮

失求諸野」，如鄭觀應所云：「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冬

官〉一冊，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

國所及。」94
 

  西學的引入，先偏向工藝技術方面，而其之所以「有用」，通常也便是

因其「可致富強」。馮桂芬即已聲言：「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

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

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95「富強」一語因其法家意味，在當時或引

起部分人的反感，但工藝知識須上升到「治術」層面，方有借鑒價值，在

                                                                                                                         
第33輯第4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頁267。 

 
91

  許嘉璐主編，雪克點校，《孫詒讓全集．籀廎述林》，頁382-383。 

 
92

  參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廣州，

1935)，頁57-102。 

 
93

  〈溫州瑞安學計館程規〉，《知新報》，第26冊(光緒丁酉七月初一日，1897年7月

29日)。 

 
94

  鄭觀應，《盛世危言》，〈道器〉，收入《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2)，頁242。 

 
95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

1971)，〈采西學議〉，頁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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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十分明確。通常認為這一觀點後被沈壽康歸結為「中體西用」論，經

張之洞等廣泛傳播。96此時將「西藝」上升到「政」的高度的做法已擴展到

對西政西法的直接紹介接引，如張之洞即明分「西藝」與「西政」，而作為

救急之方，無論中西，「政」都比「藝」來得關鍵：「中學考古非要，致用

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

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97不

過「中政」並未遭到遺棄，如《周禮》之「大義」即「治國、治官、治民」，98

故依託此經直接在「政」層面上的中西比附，如「上下通」與設議院、上

古設官之法與改官制、鄉遂制度與基層管理、《周禮》市政與警察制度、《周

禮》學校與開辦學堂等等，在當時亦甚為常見。 

  而在將外來內容納入既有的分類體系時，是統歸為「學」，還是以「農

政」「兵政」等類目分別標示，時人依然不免遇到困難。如著名的梁啟超〈西

學書目表序例〉中便坦承：「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今

取便學者，強為區別，其有一書可歸兩類者，則因其所重。」99現有學者通

過對清季多種《經世文編》的分析，指出當時對西學歸類的混亂，部分即

是因為「西學內容大量湧入之後，傳統的『學』與『政』的觀念尚無法理

解和消化西學內容」。100不過，孫詒讓對此一政學關係仍持肯定態度，他擔

                                                      
 

96
  按在張之洞之前如郭嵩燾等、之後如嚴復等已指出中西各有體用，而張氏此處之「用」

與「經世致用」、「通經致用」中的用法雖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故「政」究竟

屬於「體」還是「用」，《勸學篇》中亦未明確，兩種歸類實際均有，而張的本意

與時人的普遍理解，謂之「中主西輔」或「中本西末」可能更為準確。有論者指出，

「中體西用」之說等於提示中學「無用」(參見謝放，〈中體西用—轉型社會的文

化模式〉，《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武漢，1996)，頁5)，

或許多少混淆了上述兩種「用」的意涵—儘管這種混淆可能確在歷史場景中發生。

鑒於這種複雜性，筆者視「中體西用」本身為另一論題，其學理上的問題在此不擬

深入探討。 

 
97

  張之洞，《勸學篇》，〈序〉、〈外篇設學第三〉，收入苑書義編，《張之洞全集》，

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9705、9740。 

 
98

  張之洞，《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收入苑書義編，《張之洞全集》，第12

冊，頁9727。 

 
99

  《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文集之一〉，頁123。 
100

  參見章可，〈論晚清經世文編中「學術」的邊緣化〉，《史林》，第3期(上海，2009)，

頁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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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正是「中國政學舛馳，其不相謀久矣」。他以當時往往列為西學入門的

「天算之學」為例，認為「嘉道間通人，如董方立(祐誠)、戴鄂士(煦)以逮近

世鄒特夫(伯奇)、李壬叔(善蘭)，皆究極闡微，抗席西士，然亦不過創立新

率，著書名家而已，其於致用，尚邈乎遠也。」101士人習慣性地將中西學

術一併納入有關「經世」的傳統思維框架，西學歸類難以達到後人習見的

那種「清晰度」，便也無足深怪了。 

  總之，與其他某些地區的響應者一樣，孫詒讓在此維新時期始有了較

多趨時經世的表現。而因對科舉仕進感受不佳，其付諸行動的方式，乃是

盡可能利用頭面士紳的身份，促成地方文教改良。102百日維新期間，朝廷

將其列入「經濟特科」，他未及進京，變法即告失敗。103之後孫氏便一心經

營鄉里，直至經歷庚子國變，清廷頒詔決意施行「新政」。 

  1901 年，以研治金石目錄之學著稱的翰林院編修費念慈，向同為江蘇

武進人的會辦商務大臣盛宣懷進言，「欲撰一書進呈，以《周官》為之綱，

以歷代政治之因革損益諸大端為之目，包舉西政，尋其源之出於中法、不

謬戾於經義、可實見施行者，條舉而件繫之，以大破近日言變法之狂謬，

別黑白而明是非，正綱常而開風氣，宗亭林『撥亂反正，法古用夏』之言，

以鄭、賈之學治天下，彰中國文明之教，一洗詖邪迂陋之痼習。」盛宣懷

「極以為然」，決定在太后光緒帝一行回京後即行上奏，托費撰定此書，費

又將此事經由瑞安籍進士、江蘇金壇知縣胡調元轉托孫詒讓完成，許以書

成後由盛出資刊刻《周禮正義》。費在致胡的信中稱：「我輩沉霾章句，棲

遲山林，本無用世之志。然人心將滅，名教漸弛，此則儒者之責。」而孫

以「治經」聞名，又曾列入經濟特科，這在他看來應就是一個「學」以「經

世」的典型，依託《周禮》「發揮旁通」的任務，也便落回到了治經者自己

頭上。只是與治經方法的精密化相應，這番由「學」及「政」的闡發理應

                                                      
101

  孫詒讓，〈興儒會略例並敘〉，收入張憲文輯，《孫詒讓遺文輯存》，頁8。 
102

  參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70-276、279-287。 
103

  孫詒讓後來亦在《變法條議》(之後更名《周禮政要》)書尾的自題詩八首中注稱：

「戊戌變政，持議者多舉制科，未試而黨獄興矣。不佞以陳右銘(寶箴)中丞、瞿子久

(鴻禨)學使薦，亦廁名其列。陳尚未識面，蓋得之黨人某也。」見孫延釗，《孫衣

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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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條舉而件繫」，力求細化。在之後一封催促的信中，他又重申了自己

的期望：「《周官》一書得仲頌先生定稿，可以古學挽狂瀾矣！」另外，鑒

於孫氏曾作《墨子閒詁》，遂又形成兩份計畫，一統以經，以證「西政」中

源，一統以子學，以證與「政」難以直接建立聯繫的「聲光力化」等「西

學」之中源，「關近時外中國而內夷狄者之口」。104
 

  因「索稿甚急」，孫詒讓「乃杜門旬日，成此四十篇」，命名《變法條

議》，其間似亦參考了宋恕的修改意見，然「愧不能精備也」，105且對第二

份撰作計畫沒有回應。費、盛讀後，又托時已在野數年的文廷式補寫一部

分，統一整理後題以《周官政要》，106可此書最終亦未上呈。1902 年，孫氏

遂自行將《變法條議》副稿易題《周禮政要》，分成二卷並補作自序，俾瑞

安普通學堂刊行，作為教學用書。107
 

  與其父不同，在《周禮政要》一書中，孫詒讓不甚強調「修己治人」

的重要性，多半直接切入討論種種「治術」層面的問題。其體例則與《周

禮正義》明顯有別，以「朝儀」至「會計」二十專題為上篇，「戶版」至「收

教」二十專題為下篇，專題內才首列經文及鄭注，再以案語形式引出史論，

而西洋及受西洋影響的日本政法又與「史」列在一處，共同凸顯中土今法

之非，故是否算得「以《周官》為之綱」，尚可商榷。108也即孫氏是按制度

變革的各方面來選取經文，而非相反，在各專題中，「經」、「史」、「西」才

三者並舉，「經」與後二者在體例上尚有遞進關係。然而言及具體變革措施，

則多以西法為參照，只是經過治經家的取捨，合乎周代設官施政之「遺意」。

對此，作為讀者之一的標舉今文經學的皮錫瑞自有看法，他以為《周禮》

雖可稱「經」，卻已時移世易不再實用；其中封建與郡縣是一大區別，而歐

洲日本本是「封建」制度，反更合乎中土古經之遺意。也即皮氏在此仍取

                                                      
104

  費念慈，〈致胡調元書〉，收入胡珠生，〈孫詒讓佚文輯錄〉，《紀念孫詒讓論文

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212-213。 
105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6-297；宋恕，〈致孫仲容書．附周禮政

要讀後〉，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607-610。 
106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42-149。 
107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03。 
108

  另文廷式的補寫部分也未另起爐灶，篇內次序與詒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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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禮失求諸野」的思路，可禮雖能復得，卻依然不可復行，這在他看

來即《周禮政要》一書所謂中西政法「暗合」之意。109
 

  實際上，孫詒讓的所謂「暗合」，本就是對「禮失求諸野」的思路提出

質疑。1899 年《周禮正義》自序中業已明言：「今泰西之強國，其為治，

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為政教者，……咸與此經冥符而

遙契。」110也即西國致治之術與中國上古三代本談不上源流關係。之後孫

詒讓以《變法條議》一書乃是「陳古剴今以杜守舊者之口，與詁經屬文義例不

能強同」，「雅不欲尸其名，故義不系敘跋，偶存此副移聊示家塾子弟。」111書

後自題詩亦云：「中外文明倘同軌，豈徒閎侈說齊鄒？」112次年更名《周禮

政要》，其補作的自敘也僅稱：「《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

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政要》之作，「非欲標楬古經，以自張其虛

憍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

騰其喙焉爾。」113即此書本是面向觀念「偏舊」的讀者論證變革之正當性，

與費念慈的初衷可謂迥異其趣。 

  具體到各篇內容，如「朝儀」篇謂西禮與中國古禮不同，「然其簡而易

行則一也。」且「禮莫大於因時制義」，中土拜跪之禮於古無徵、泰西無有，

故當就此革除。「通藝」篇謂古之六藝在今已多「非學者所急」，惟有九數

「今宜專治」，而「泰西一切政教理法，無不以數學為根柢」，西算令中土古

算「芻狗已陳」，故應推廣西算及以之為基底的各科西學。「攷工」篇謂當

前中土工藝不如泰西，即在「彼求新而我守故，彼專精而我習楛耳」，強調

的仍是「求變」而非「仿古」。總之，除篇首詳列經注以外，其與闡發變革

                                                      
109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57-60。 
110

  孫詒讓，《周禮正義》，〈自序〉，頁4。 
111

  楊青，〈孫詒讓《自題周禮政要》八選〉，《慈蔭山房筆記》，初筆卷4，收入謝作

拳、伍顯軍編，《楊青集》(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頁224。孫延釗《孫

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將自題詩之作列於1901年，此應是《變法條議》副本，更名

《周禮政要》並補作自序當在其後，故此處有「雅不欲尸其名，故義不系敘跋」一句

(《年譜》中卻無此句，不知何故，見頁297)。 
112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297。 
113

  孫詒讓，《周禮政要》(溫州圖書館藏，1902)，〈自敘〉。亦見許嘉璐主編，雪克

點校，《孫詒讓全集．籀廎述林》，頁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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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的一般經世著作並無太大區別(如「觀新」、「漁征」、「同貨」、「諭刑」

等篇所列經注僅隻言片語，與一般倡言經世者援經據典的方式更無差異)。而《墨

子》作為長期被邊緣化的一部子書，在孫詒讓看來似難如經典那般賦予論

證對象以天然的正當性，因此也沒有在「經世」語境中另行發揮的必要。 

  胡玉縉後來評論說，孫氏的趨新態度與變革主張本身值得肯定，但此

書與宋人夏休所撰《周禮井田譜》類似，「書名《周禮政要》，而與《周禮》

本義不甚相關。」114而經典考據抉發的「古」的精確性，雖然仍未融入「經

世」語境，這一問題本身在治經家看來已不重要—古經在此乃是作為凸

顯引據西學西政之正當性的一個「媒介」。只是孫已承認外來學術與政法知

識自有其源流，當「禮失求諸野」的思路受到質疑，經的這一不言自明的

正當性源泉的地位，也只能是暫時和過渡性的了。 

四、 結論 

  本文分析的個案是 19 世紀中葉以來孫詒讓研治《周禮》、著書立說的

經歷，而因其似未提出何等卓異的具體主張，在今日多以變革建議或「政

策」分析等同經世思想的研究中，孫氏及其所「立」之「言」並未受到多

少重視。不過，倘若換個角度，相對一直活躍在通都大邑的某些「經世思

想家」，或許這一總體上更顯「普通」的個案，倒更能藉以「知人論世」，

促使今人對既有的書寫範式所展現的晚清思想史或學術史圖景，作出某些

進一步的反思。115
 

  前人早已論及中國歷史上「經世」思想的根源，便是傳統士人介乎「學

者—官員」之間的身份屬性。但這一點在思想史書寫中通常是作為遙遠的

「背景」呈現，對其之於相關文本的形成與(歷史上的)解讀過程，乃至士人學

                                                      
114

  胡玉縉，〈周禮政要跋〉，收入胡玉縉著，王欣夫輯，《許廎述林》(北京：中華書

局，1958)，卷13，頁314。 
115

  如宋恕即曾以為相對章炳麟等，詒讓與同為治經家的黃以周「經世之理茫然無異常

流」，見宋恕，〈又覆胡、童書〉，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頁578。這

固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了部份時人對孫、黃等治經之士的看法，即他們不是

根本上不求「經世」，而只是在此方面「無異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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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生涯本身的種種直接的作用，卻仍缺乏必要的敏感。就經世思想而言，「官

員」或「准官員」的身份認同(而非「學者」)似更顯重要。清代士人固可以

空前精密的手段治經，但仍會受到兩方面社會因素的限制與規訓：一是它

的非常規性，經典考據的門檻實際更高，受提攜贊助的機會有限；二是考

據之「士」無論對科舉仕進體驗如何，其在「君」「民」之間的自我定位與

其他讀書人亦如出一轍，而其賴以取得「治學成就」、並以此成就實現進一

步擴張的社會資本，亦可順遂地轉入經世語境，使之獲得在其間的「立言」

之權。因此無論漢宋，皆有關於「經世」的表述，某些倡言經世者對學風

士風的指責，首先也只是「表述」，通過在「政」的層面鋪陳「學」的現實

性，得以標示更顯「天然正確」的立場。晚清主筆杭州《經世報》的宋恕(其

自稱「攝著論」)即曾明言：「始汙經世者，別經世為學之一宗者也。」訓詁

為孔門四科之始，辭章為終，而四科「何一非經世之學」。116這番表述同樣

理想化，卻可進一步提示我們，一方面在今日看來，歷史中人具體的經世

主張或行動不一定與其「學」明確相關，而在另一面，歷史上這種相關性

的「建構」卻頗為常見。承認這種「表述」的歷史性並考察其與「實踐」

的歷史關聯，而非單純抹殺此類「表述」或走另一極端(將「表述」徑直等同

於「實踐」)，我們方可有望突破將思想學術視為懸浮於社會上方而不斷呈

現「升降盛衰」之態勢的「有機體」、並將經世意識與之捆綁的「學派史」

視野，從而對於治學之人與其所處之時代的關係，實現某種更直觀也更顯

立體的理解。 

  總之，晚清從事經典考據者與那些以「經世思想家」知名者有著近似

的階層認同，漢宋、今古之別固可以聚訟紛紜，卻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

考據之士對「經世」天然有著更深的隔膜。117晚清國勢日蹙，基於官場士林

的交往與書刊閱讀，士人參與著書撰文，乃至介入近代報刊的運作，經世遂

                                                      
116

  宋恕，〈經世報敘〉，《經世報》，第1冊(1897年8月)，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

上冊，頁273-275。 
117

  同樣地，因在以往的思想史家看來如鄭觀應、薛福成、王韜、陳熾、陳虬等對經典

的引述闡發未可稱「學」，故只能在「經世思想家」的榜單中出現，而不會在「經

學史」或「學術史」脈絡中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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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思想」而成「思潮」，而各位「預流」者亦不必有明晰的學術派分。118但

所「立」之「言」，尚須作正當性的論證，只是這一論證通常已隱含在援據

內容之中。對於倡言經世的多數官紳而言，「經」作為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之

源泉，在經世語境中的地位同樣無可取代。119問題在於，部分學人治經方

法的空前精密化，亦須上升到「政」的層面—藉以使作為後世範本的上

古政法進一步「精確化」。可治經之士在「守經」與「達變」之間權衡，鑒

於某些負面的被視作援經改制的歷史記憶，便又往往回到「法其意」的思

路。精密化的經學以一種去精密化的形式進入「經世」語境，作為上古「致

治之跡」的載體，經典不言自明的正當性之下則是仍舊曖昧難明、卻又仍

舊無法徹底回避探討的「實用性」。 

  這一問題日後能否在中土既有的知識資源範圍內另覓途徑解決，今已

不得而知；因晚清西力東漸的深度與廣度日漸提升，外來的工藝政法知識

之「有用」，轉而成為倡言經世者的普遍認識。在「禮失求諸野」的名義下，

古經及其他傳統典籍資源被廣泛地藉以比附西學西政，彼此間乃至建立了

某種「源流」關係。然而何種中土資源更受時人重視，已反過來受制於時

人對何種外來知識更顯「有用」的判斷。在此，上古「致治之跡」的精確

                                                      
118

  有論者將孫詒讓受邀著《周禮政要》，視為在朝官員要與康梁維新派唱對臺戲，參

見孫青，〈「以《周官》為之綱」：清末新政前後朝野對傳統資源的應用一例〉，

收入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北京：中華書局，2010)，

頁52-62。孫詒讓自己也曾說：「康氏學術之謬，數年前弟即深斥之，去年(指1897

年—引者注)致章枚叔(炳麟)孝廉書，亦曾及之。然其七八上書，則深欽佩其洞中

中土之癥結。」(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2冊，頁1474。)但由學及

政之「學」不一定明確學派之分，如當時明斥康「學術不正」的人不在少數，據筆

者所見，多數亦難明確其傳統學術「派別」。另外，孫青該文業已指出，康門師徒

在以中法比附西法時，也多次用到了《周禮》，可見其在進入「經世」語境時，亦

未嚴守今文經學之「門規師法」。 
119

  關於近代經史的地位變遷，參見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

心〉，收入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9)，頁302-341。文中多以後人及後代史家對之前思想學術的評論文字

為據，亦提及經世思潮在其間的作用，然較簡略。另參見章清，〈傳統：由「知識

資源」到「學術資源」—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的失落及其成因〉，《中國社

會科學》，第4期(北京，2000)，頁190-203；章清，〈中西歷史之「會通」與中國史

學的轉向〉，《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5)，頁75-95。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5&CurRec=1&recid=&FileName=ZSHK200004017&DbName=CJFD9902&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5&CurRec=1&recid=&FileName=ZSHK200004017&DbName=CJFD9902&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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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否用以強化經典與「經世」的關係，這一問題本身已不復重要。120於

是，當「史」在外力影響下演變為「歷史」，成為近代民族國家建構不可或

缺之內容，「經」則由於西學西政日益展現出獨立的正當性，復從正當性源

泉的一面退卻，其對於整個知識與觀念體系的關鍵意義，相應地也開始被

淡化。 

  從這一點上反觀費念慈的「以《周官》為之綱」，可見其意不在倡言經

世本身，而是要反過來維護經典古學在經世思潮中危機四伏的地位。只是

總的來看，相關制度性的表達與實踐向有顯著差距：理想狀態中，士人學

經以求科名仕進，從而獲得機會以學「經世」；但實際上，經在清代科舉中

的存在狀態仍流於高度的簡化與程式化，從事較有自主性的以經為主要對

象的考據，卻非常規的士人自我實現之路。而考據家在官場士林中高揚的

「經世」意識，亦消泯了其治學方法上的「少數派」特徵，進而一同促成了

這一知識資源的媒介化與工具化；當西學西政自身的源流已獲承認，這一

工具化了的「正當性源泉」本身也將無足輕重。「新政」階段，取才制度的

改革又首當其衝，經義被挪到了末一場，「史論」轉而更受關注。121而《周

禮政要》尚在外地付印且頗為暢銷，也是因其將經義考試內容整合進新的

重點—時務策與史論的框架之中，尚是新舊過渡期的一部理想的「應試

用書」。122
1905 年科舉停廢，這一空殼化了的常規制度保障本身也不復存

在，青年士子、少年學子大量轉為學堂生，與一貫的程式化印象相應的功

                                                      
120

  另標舉今文經的廖平、康有為等人則力圖將「真經」徹底「寓言化」，本質上講，

同樣將經典僅僅用以證明「因時改制」的正當性。當然，這一問題同樣複雜，當俟

另文探討。 
121

  嚴格來講，「策」與「論」當屬兩種題型，關於策問中「史」之地位的體現，參見

章清，〈「策問」中的「歷史」—晚清中國「歷史記憶」延續的一個側面〉，《復

旦學報》，第5期(上海，2005)，頁53-62。 
122

  參見孫青，〈「以《周官》為之綱」：清末新政前後朝野對傳統資源的應用一例〉，

收入黃東蘭主編，《新史學第四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頁67-73。文中提到，1903

年上海日新書局評點本《周禮政要》明言《政要》適合「半新半舊」的士子應試。

另外，創辦於1902年初的瑞安縣普通學堂亦規定，「每逢星期六，試作策論一篇，

仍如家塾書院改卷舊制，評定名次，揭榜出示。」見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

年譜》，頁299-300。《周禮政要》為該堂教學用書，或也有助於堂中學生練習策論

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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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義態度也便由此日益彰顯。 

  廣興學堂階段，主持學務的官紳多番提倡尊經讀經，123可學堂生對這

一傳統文化養成之核心的興趣與研習水準，已越發引起辦學者的批評與不

滿。124而孫詒讓因對科考的惡感，據稱在得知科舉停廢時還「大喜，為賦

紀事詩八章」，125可之後成為溫、處兩州學務分處總理的他對於經典在新制

中究竟如何安置、在現世還有何「用」，卻已感到茫然。1907 年在致日本

學者館森鴻的信中他提及：「不佞曩者所業，固愧芻狗已陳，屠龍無用，故

平日在鄉里未嘗與少年學子論經、子古義，即兒輩入學校，亦惟督課以科

學。」他期待有朝一日各國「勢力平均」，尚能「投戈講藝」，「王(念孫、引

之)、段(玉裁)諸家之書，……將復為世所珍重，而今之人虛憍新奇之論，亦

必至煙銷灰滅，不值一大噱。」卻又「深愧所學與現時不相應」，只是「私

心所自信者，平心以求古今之是而已。」126
 

  這番糾結的說辭，似不僅是出於自謙。當年冬，他在意圖上呈的《學

務本議》中，便又就官方「讀經」的倡議作了一番正面的發揮。他以為在

「定國是」、銳意求革之外還應「保國粹」，稱：「吾國四部群籍，浩如煙海，

以言國粹，莫重於經。」而當時一些教員照著「徒欲強之誦讀」的路數，「使

少年學子，薄經訓為迂談，齠齔幼童，坐講筵而欲睡。」如今因西力東漸，

教學方式上的常見缺陷將直接誘使學子棄舊務新，這一點他基於自身文化

養成與學術取向，顯然還是難以接受。他認為，泰西之古學可與新學新制

並存乃至相通，那麼中土「國粹」也理應能夠做到。127如可以西學各科對

                                                      
123

  具體到「三禮」，如《奏定學堂章程》即規定，《禮記》為初等小學必讀，《儀禮》

一篇為高等小學必讀，《周禮》則為中學及初級師範學堂必讀(另一必讀經典為《春

秋左傳》)，因「學生年歲已長」，讀兩經「以備將來學成經世之用」。見璩鑫圭、

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頁294、309、319、402。 
124

  參見關曉紅，〈終結科舉制的設計與遺留問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5期(廣州，2011)，頁9-21。 
125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25。 
126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351。 
127

  按這一思路可能是受《國粹學報》言論的影響(如其中以「恢復國粹」比擬歐洲文藝

復興的論調)，因據《年譜》反映(頁321)，孫詒讓曾訂閱該報，而該報首期、1908

年首期(總第38期)、1908年第4期(總第41期)亦刊有孫氏的文章與書信(再後一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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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各種經典的記錄：「電學則可援《禮記》之神氣風霆；農學則可引《周禮》

之草人土化；〈王制〉州服，涉開方冪積之算，〈考工〉柯欘，通割圜弧角

之形，則算術形學也；以逮博物動植，資多識於《毛詩》，校異名於《爾雅》，

應時舉證，尤採獲不窮」，總之，「但能得精通中學之教員，引申比傅，其

益無方，斯又不限於讀經一課矣。」128需要指出，這並非回歸「西學中源」

的老生常談，而是一種力求會通「經學」與「科學」的「教學設計」。只是

如此一來，又不免透露其對中西權勢轉移的某種「默認」，即在下一代讀書

人的育成過程中，必須援據西學，「國粹」方可「保」，中土經典之價值方

可顯現。換言之，不言自明的正當性源泉已反須原初待其認證的外来潮流

認證其正當性，這種數年間即深入到育才實踐環節的「主客顛倒」，足證世

風丕變，已到了何等劇烈的程度。 

  1912 年民國代清，皇朝體制正式宣告終結。「經世致用」一詞繼續被人

使用，只是這裡的「致用」之學，已漸指向各門科學，對應更顯細密的社

會分工與職業分化；而史學亦因與近代國族建構的密切關聯，在新的學科

體系中得以繼續發展。學堂讀經則基本停止，「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同時

並起，卻使經在高等教育的學科建置中，作為一類「已死」的研究對象被

文史哲等科瓜分。經的被邊緣化部分源於晚清在相對恒定的「學以經世」

的士人思維模式下日趨劇烈的變革，在傳統士人階層停止自我更新後，卻

又得到民國教育制度的進一步確認。129知識與思想資源的代謝由是擴散到

「人」的代謝，其時雖仍存在「經學」的提法，但健在的中老年士人及其中

部分人的「讀經」倡議，已被不少青年後進視作社會文化革新「除之務盡」

的目標之一。130孫詒讓本人早於 1908 年逝世，面對這一曾經參與推動、卻

                                                                                                                         
內容則是孫去世後刊登的)。但進一步的證據筆者未見。 

128
  孫詒讓，〈學務本議〉，收入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頁470-473。 

129
  這又涉及民國教育制度制定者的觀念，嚴格來講當是另一問題。他們或對傳統士人

的思維模式有所繼承，或本是以接受西式教育為主的讀書人。本文只是提示這種衰

落的緣由及表現在晚清與民國尚有不同，有時應分開討論，這兩階段或有一定承繼

關係，但在後一階段亦可能有另外的因素加入，而前一階段的因素在此有所淡化，

具體情形當俟另文探討。 
130

  與本文最相關的例子，即1920年代同為浙江瑞安人的周予同作〈僵屍的出祟—異

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1926)，收入《古史辨》，第2冊，中編；而周予同先生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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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坐實自己「所學」無關「所用」的近代知識與觀念變遷，他將有何進

一步的觀感體驗，而今便也無從得知了。 

                                                                                                                         
學史家」，「經學死而治經學史」的基本思路亦十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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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ual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Jingshi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Sun Yirang’s Studies on the “Rites of the Zhou” 

Xu, Jia-gui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Past studies on the ideological trend called Jingshi (statecraft)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mostly centered on the history of schools of thought, or were 

equated with specific analyses on proposals for reform and policy 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Sun Yirang’s academic career in the “Rites of the Zhou,”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Jingshi was a widely used term that justified xue 

(learning) at the level of zheng (administration) and hence overcame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the schools of learning. The term also induced a vision 

attributing administrative chang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and then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fate of learning itself. In comparison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a common path of self-fulfillment for the literati,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ltogether of a limited 

scale. Furthermore, the literati (shi) were regarded in principle as officials or 

quasi-officials instead of scholars, which made it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xue from zheng. Alth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the accuracy of learning and through it the correctness of 

administration, ultimately it was only able to see Jingshi through a muddy lens. 

Compared with the self-evident legitimac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research was vague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avoid questions about its 

practicability, especially with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earning. Although its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Jingshi, their in 

depth research was considered as separate from the analyses of th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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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exts and the society, the 

related ideological transition in modern China could be viewed in a direct and 

multi-dimensional way with this research. 

Keywords: Jingshi, Confucian classics, textual research, Sun Yirang, “Rites 

of the Zhou” 


